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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备众体”：明清文人小说的文体特征

何　 萃

［摘　 要］　 唐传奇小说“文备众体”的特征似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而在小说这种叙事性文

字中，穿插使用诗、词、曲、赋等其他各体文字，不独唐文言小说为然，明清文人小说亦如此。如果说说

唱艺术的文字遗存被取来作为案头“小说”进行阅读时，各体文字共享同一文本时常常显示出异质和

杂糅，而诗、词、曲、赋等各类文字在文人小说中已各自承担起了相应的独特功能，从而成为一种“有意

味的形式”。同时，小说家们之所以特别看重诗、词、曲、赋之类文字的写作，是因为此类文字最能表现

其作为文人的“文学”才能，故各体文字本身皆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不宜单从小说“叙事功能”的角

度加以体认。因此“文备众体”最终成为明清文人小说最主要的文体特征。

［关键词］　 唐传奇；明清文人小说；文备众体；文学传统

南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中述及唐人传奇小说时有一段研究者们耳熟能详的论述：“唐之举人，

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

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①近代以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陈寅恪《元

白诗笺证稿》等名家著作对此段文字均有征引，故唐传奇“文备众体”的文体特征似已得到学术界的

普遍认同。其实，在小说这种叙事性文字中，穿插使用诗、词、曲、赋等其他各体文字，不独唐文言小

说为然，宋元以后的白话小说亦如此，尤其是诗赋的韵散结合，特别明显②。

当然，一般小说史所谓白话小说，从其性质而言应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可称为“话本”，此类较多

保存了说唱作为场上口头艺术时的面貌；第二类可称为“世代累积型”小说③，此类文字最初也是说唱

艺术的遗存，但大多经历了明清文人程度不一的加工和改造；第三类可称为“明清文人小说”，此类文

字虽然也存在版本异同问题，但如文人诗词一样，应视为作家的独立创作。故就其实质来看，前两类

本宜视为说唱艺术的文字遗存或说唱艺术的文学改造，而不宜径直视为“小说”，唯独第三类才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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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意义的中国小说。

从表面形式来看，明清文人写作的“小说”与前两类“小说”———“说唱”的文字遗存及其再加工，

并没有显著差异。因为小说的写作者们大都有意模仿“说唱”的形式惯例，故诗、词、文、赋以及其他

各类文字仍然在文人写作的小说中普遍使用着，这其中与书坊主的作用很有关系①。对此种现象，西

方学者大多持批评态度。如曾任哈佛大学教授的毕晓普（Ｊ． Ｌ． Ｂｉｓｈｏｐ）曾直白：“中国的传统小说的

局限之一，在于滥用诗词。这种传统在乍兴的时候，插入的诗词或许有特定的功能，后来却只是‘有

诗为证’，徒能拖延高潮的到来，乃至仅为虚饰，无关要旨。”②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中国文人小说

中插入的各体诗、文对于小说叙事而言是外在的、异质性的，它们扰乱了小说叙事的正常进行，使小

说文体显得驳杂不纯。

但从总体看，与前两类“小说”相比，明清文人小说中插用的诗、词、曲、赋以及其他各体文字已经

明显减少，早期小说话本和讲史平话中各类诗文频频插入、连篇累牍、与散文叙述部分难分主次、使

阅读难以顺利进行的情形绝少发生。然而，数量减少只是一种外在的现象，更为关键的在于，作为形

式惯例而运用的诗、词、曲、赋等各类文字在中国文人小说中已各自承担起了相应的独特功能，从而

成为中国文人小说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换言之，“文备众体”已真正成为明清文人小说最主要的

文体特征。

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从其在小说中所处位置来说，主要分为题目、首尾和正文三类情况。以

下我们可分别讨论其在小说文体中的意义。

一、文人小说的“题目”

文人小说的“题目”滥觞自“说话”的题目。“说话”的题目一般是单句，字数不定，用以提示故事

内容，如“豫章城双渐赶苏卿”、“齐兵伐燕得胜”、“燕王拜乐毅为帅伐齐”等。但自晚明起，文人小说

无论短篇拟话本还是长篇章回的题目，普遍采用一联对偶句的形式。如拟话本集《鼓掌绝尘》、《鸳鸯

针》等，长篇章回如《续英烈传》、《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等皆如是，入清以后则更为普遍（当然也仍有

沿用单句为题目的，如艾衲居士所作拟话本集《豆棚闲话》，但为数甚少）。

当文人小说题目的形式由单句衍为一联对偶句之后，其基本功能仍是提示故事内容，但实际效

果却更为复杂巧妙。文人拟话本小说一般篇幅短小，不分章回，基本上是演述一人一事的生活小故

事。以一联偶句作为题目，相对于单句而言，无疑提供了从两个不同角度提示故事内容的可能性，从

而大大提高了题目所包含的信息量。如李渔所作拟话本集《无声戏》中有一篇题为“谭楚玉戏里传

情，刘藐姑曲终死节”，谭楚玉和刘藐姑分别为故事的男女主人公，谭楚玉为亲近刘藐姑而以旧家子

弟身份入戏班学戏，刘藐姑为谭楚玉守节假戏真做而跳入江中逃婚。这样的题目分别从男女主人公

这两个角度，双线并举，为我们提示了故事的主要内容。

在单句衍为双句加大了题目信息含量的同时，对偶的句式则非常有利于突显对比、照映的效果，

而善恶果报的对比、照应恰恰是大多数短篇拟话本小说情节构思的模式，故而题目与故事显得极为

贴合。如李渔拟话本集《无声戏》中有一小说，题目为“妻妾败纲常，梅香完节操”。故事说的是明朝

靖历之间有一秀士名马麟如，身边有正妻罗氏，妾莫氏（生有一子）和通房丫环碧莲。一次麟如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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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思不保，便把妻妾三人唤至床前，询问自家死后，三人作何打算。罗氏莫氏极言必定守节抚孤，还

出言贬讽碧莲：“只有守寡的妻妾，没有守寡的梅香”，碧莲并不辩白。麟如被妻妾美言所惑，病愈之

后厚待妻妾而冷落碧莲。但妻妾误听传言，以为麟如已死，不但不肯出资敛葬，更亟亟抛家弃子以求

再嫁，倒是丫环碧莲安心守寡抚孤。数年之后，麟如归家，真相得以大白。反观题目“妻妾败纲常，梅

香完节操”，妻妾三人的德行作为显现无疑，有力地突出了对比讽刺的效果。其他如清初拟话本小说

集《五色石》中“投崖女捐生却得生，脱梏囚赠死是起死”等，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明末《鸳鸯针》、《鼓掌绝尘》等之后，一些拟话本小说突破了单回体制，篇幅增至数回、十数回，

而章回小说的篇幅通常有数十回乃至百回之多。这些小说故事情节复杂，人物众多，为了紧凑有致

地演述故事，一般采取每一回安排两个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的布局方式。与单篇小说题目用意在于

通过增加角度以“扩展”信息量不同，章回小说的回目更着意于“概括”，两句回目分别概括对应的两

个情节单元，回回如此，便详细而整饬地提供出整部章回作品的人物出场顺序、主要事件和情节进展

线索，从而为阅读容量极大、纷繁复杂的章回作品起到必要的导航作用。如明末拟话本小说集《鼓掌

绝尘》，题“古吴金木散人编”，全书分风、花、雪、月四集，每集十回，自成起讫，各演述一个故事。以

《风集》为例，其十回回目如下：第一回　 小儿童题咏梅花观，老道士指引凤凰山；第二回　 杨柳岸奇

逢丽女，玉凫舟巧合新诗；第三回　 两书生乘戏访娇姿，二姊妹观诗送纨扇；第四回　 作良媒一股凤

头钗，传幽谜半幅花笺纸；第五回　 难遮掩识破巧机关，怎堤防漏癢春消息；第六回　 缔良缘私越百

花轩，改乔装夜奔巴陵道；第七回　 宽宏相国衣饰赏姬，地理先生店房认子；第八回　 泥塑周仓威灵

传柬，情投朋友萍水相逢；第九回　 老堪舆惊报状元郎，众乡绅喜建叔清院；第十回　 夫共妇百年偕

老，弟和兄一傍联登。细绎这十个回目，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四位主人公“两书生”（巴陵书生杜开

先及其友康公子）和“二姊妹”（相国府乐妓韩玉姿及其姐韩蕙姿）之间相遇相慕、诗书赠答、私许夜

奔以至蒙相国成全，终得“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整个过程历呈目前，完整分明。

夏志清曾对中国章回小说的回目做过这样的批评：“更有甚者，从晚明起，还要在每一回之前加

上一联对偶句作回目，以撮述这一回的内容。因此，在一回的篇幅详细写一件事也嫌不够的情况下，

小说家因为回目的关系很容易把两件事包括进去。”①如果说中国文人小说中没有结构布局失当的

情况，那是不现实的，然而夏氏完全看不到章回小说题目的意义与作用，也显然失之偏颇。

二、文人小说的首尾诗词

明清文人小说的篇首、篇尾诗词（章回小说中通常称为“回前诗”和“回末联语”）都来源于民间

说唱艺术的开场和散场诗词。开场、散场诗词是说唱艺人应场上表演的现实需要而设置的，尤其是

开场诗词，数量极大，但与所讲述的故事并无必要关联。文人小说沿承说唱体制，保留了设置篇首、

篇尾诗词的惯例，但从数量而言，已大大减少，通常篇首基本稳定在一首诗（或词）或一诗一词，篇尾

则是一首诗或一联偶句。而且，篇首、篇尾诗词作为文人小说的形式体制之一，是就宏观而言，并不

是每部作品都谨遵体例。实际情况是有的有篇首而无篇尾，如李渔的拟话本；也有的有篇尾而无篇

首，如清代章回小说《歧路灯》；更多的情况则是灵活取舍，前回篇尾、篇首俱全，后回则或缺篇首、或

缺篇尾。如取《红楼梦》现存十余种版本合配，篇首、篇尾诗词仍不完整。这些情况都可以说明文人

小说的编写者、评阅者并不认为篇首、篇尾诗词是一定必要的。

１３４

①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 １６ 页。



虽然并不是每篇小说都谨遵体例，篇首、篇尾齐全，但篇首、篇尾诗词在文人小说中确实承担着

自身特有的功能。它们首先是文人小说的一种明显的结构标志，标志着文人小说之一篇或一回之起

（首）、讫（尾）。对于长篇章回而言，回首诗与回末联语使每一章回自成一体，对文人小说的叙述节奏

起着宏观的调节作用。选择诗词韵语作为文人小说起讫的标志，是对说话艺术惯例的沿承，然而作

为文人小说篇首、篇尾的诗词韵语，已不再独立于小说叙事之外，而是试图以诗词韵语的特殊形式对

小说叙事提供某种帮助。

与篇首、篇尾诗词在文人小说中所占据的位置相应，它们对于小说叙事的基本功能简单说就是

引出故事和总结故事。先说篇首诗词。拟话本延承“小说”旧制，通常由一篇诗词引发一小段议论，

有时附加一个相关的短小故事作为“入话”，以引出正话故事。整个“入话”的主要任务是交待小说的

创作意图，或暗中自陈“卖点”或动人之处。如李渔拟话本集《十二楼》中有一篇题为《合影楼》，篇首

用【虞美人】词曰：“世间欲断钟情路，男女分开住。掘条深堑在中间，使他终身不度是非关。堑深又

怕能生事，水满情偏炽。绿波惯会做红娘，不见御沟流出墨痕香？”从这首词中透露的消息，读者约略

可以知道，这可能是一则男女情事，这对青年男女被刻意挖掘的深堑相互阻隔，不料原本为阻隔而设

的深堑，却成了联系姻缘的“红娘”，二人借水传书、往来赠答，几经波折，终成眷属。这首篇首词浅白

机智，如蜻蜓点水般提撮了故事的主要情节、主要矛盾、主要机关，然而只露机巧而不详就里，引起读

者急于进入正文的兴趣。

除了自陈佳构以为卖点之外，拟话本小说还普遍采用“反弹琵琶”的方式、摆脱窠臼或陈规，引起

读者阅读兴趣。如清顺治年间署名酌玄亭主人的拟话本小说集《照世杯》中有一篇“七松原弄假成

真”，篇首为一首古风：“美人家住莫愁村，蓬头粗服朝与昏。门前车马似流水，户内不惊鸳鸯魂。座

中一目识豪杰，无限相思少言说。有情不遂莫若死，背灯独扣芙蓉结。”这首古风是才子赠给妓女的。

众人都道妓女情假、情滥、情薄，此篇小说的作者偏道妓女情真、情专、情厚，篇首古风中所呈现的便

是一位身在青楼却忠贞不二的佳人形象。

与拟话本不同，长篇章回在回前诗之后并不附加议论或小故事，而是直接进入故事叙述。与此

相应，章回小说的回前诗基于所在章回的故事内容，侧重阐发此回的精神、义理。如《红楼梦》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回首诗曰：“捐躯报国恩，未报躯犹在。眼底物多情，君恩

或可待。”自家性命多么可贵，眼前财物多么诱人，有这两样在前，国家之重托、君王之恩义且暂置一

边。此诗表面上用极端体谅贾雨村处境的口吻，实则以反语冷冷地揭出了贾雨村一类的“忠正之士”

空言忠君报国，实则尸位素餐、趋利避害，极其虚伪。读者凭借这首诗可以明白此回题旨之所在，并

且在领悟了作者由此传递出来的情感态度之后，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进入此回故事的阅读，从而得

到更为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如果在读过本回之后，再重新体会回首诗，则更感回首诗画龙点睛之妙。

由于章回小说回回相接、环环相扣，一些回前诗并不限于提点所在章回的内容、精神，而可以起

到照应前后相关情节的作用。如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回首题曰：“朝叩

富儿门，富儿犹未足。虽无千金酬，嗟彼胜骨肉。”刘姥姥到贾府求告，凤姐尚在刘姥姥面前哭穷，最

后用其微不足道的二十两银子接济刘姥姥。然而刘姥姥感恩不忘，在凤姐之女遭难时援救她脱离火

坑，其行为和情谊胜于骨肉之情。这首诗中透露出来的贫与富、丕与泰、亲与仇、施与报之间的微妙

关系，尤足深思。诗中所蕴含着的巧姐的因果，经纬前后相关情节，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加宽广的视

阈，使其对这一个情节片断能有更深刻的把握。

与篇首相比，文人小说篇尾的形式与功能都更为单纯。其形式大多是一联对偶句，也有用一首

诗的。设置篇尾诗（回末联语）的基本用意在于总结、提点，总结是就故事内容而言，提点则指阐发议

论，一般二者兼有，或有所侧重。如《西湖二集》第一卷“吴越王再世索江山”，篇尾“后人有诗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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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偏安仅一隅，宋朝南渡又何殊？一王一帝同年寿，始信投胎事不诬。”这首诗列举了吴越王与宋

高宗诸多相同、相似之处，以证吴越王投胎转世、索取南宋江山的故事并非虚妄。

与章回小说的篇首诗词相似，回末联语有时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清李绿园《歧路灯》第一

回“念先泽千里伸孝思，虑后裔一掌寓慈情”，回末诗曰：“万念无如爱子真，遗安煞是费精神。若云失

学从愚子，骄惰性成怨谁人。”前两句承上，言谭孝移爱子之心真、望子成龙之心切；后两句启下，预示

谭子失学骄惰、沦为败家之子。

可见，文人小说的篇首、篇尾诗词作为文人小说文体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对文人小说的结构体制

还是小说叙事而言，都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从而成为中国文人小说极富意味的一种形式因素。

三、文人小说正文中的诗文

篇首、篇尾之外的部分，也就是文人小说主体部分，也广泛运用了诗、词、曲、赋等各类文字。这

些诗文按其形式来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有诗为证”、“有词曰”、“但见”、“正是”、“古语云”等

为“引头”引出的各类诗文，文人小说中的这类诗文都是沿承“说唱”惯例，以说话人口吻道出，姑且称

为“说话人诗文”。另一类是小说故事人物之题咏赠答，这些诗文出于故事人物之口，为与“说话人诗

文”相区别，姑且称为“人物诗文”。

１． 说话人诗文。相比于“话本”或“世代累积型”作品，文人小说中的“说话人诗文”数量大幅度

减少。大多数小说家已注意到“话本”或“世代累积型”作品中各类“说话人诗文”既多且滥的弊病，

故他们在使用此类诗文时非常谨慎。最典型是《红楼梦》中的两处“夫子自道”，恰好表明了这种态

度。《红楼梦》第十七回至第十八回写到元春归省的盛况，作者有言：“本欲作一篇《灯月赋》、《省亲

颂》，以志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别书的俗套。按此时之景，即作一赋一赞，也不能形容得尽其妙。即

不作赋赞，其豪华富丽，观者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倒是省了这工夫纸墨，且说正经的为是。”在曹

雪芹等人眼中，赋、赞之类皆为“俗套”、“闲文”，能免则免，实在大有干系之处才谨慎用之。

然而“说话人诗文”数量减少，只是宏观的、外在的现象，更重要的在于，文人小说中的“说话人诗

文”与小说整体显得更为和谐。在“话本”或“世代累积型”作品中，“说话人诗文”多为陈言套语，而

文人小说中的“说话人诗文”大都是小说作者为小说故事、人物量身定做的，它们是小说描人状物、铺

陈场景或抒发议论的独特方式。李渔的拟话本在设置这类诗文方面尤为用心，所作多机智奇巧，富

有表现力，分别举描摹人、物，敷陈场景的三例。《无声戏》集之“清官不受扒灰谤，义士难伸窃妇冤”

篇中有一篇描人形貌的【西江月】词云：“面似退光黑漆，发如卷累金丝。鼻中有涕眼多脂，满脸密麻

兼痣。劣相般般俱备，谁知更有微疵：瞳仁内有好花枝，睁着把官斜视。”此词描摹知府眼中丑男赵旭

郎的形貌，李渔自出心裁，极尽揶揄之能事，读来此人如立目前，谐趣横生。

《无声戏》中另一篇名为“连鬼骗有故倾家受人欺无心落局”，故事说王继轩之子王竺生被当地

赌头王小山设计引诱，沉迷赌场，以致倾家荡产，王继轩气绝身亡，然阴魂不散变作赌徒报复王小山，

以假银元（冥银）充作真银元，最终使王小山也财去人亡。李渔设计了两首词分别描写真银元和假

银元：

小山一看，只见：银光闪烁，宝色陆离。大锭如舡，只只无人横野渡，万形似月，溶溶如水映

长天。面上无丝不到头，细如蛛网，脚根有眼皆通腹，密若蜂窠。将来布满?园，尽可购成福地。

若是叠为阿堵，也堪围住行人。

仔细一看，你道是甚么东西？有【西江月】词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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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纸一层作骨，外糊锡箔如银。原来面上细丝纹，都是盗痕板印。看去自应五两，秤来不上

三分。下炉一试假和真，变作蝴蝶满空飞尽。①

上引两首词即是形容王小山等发现鬼魂带来的四箱真银元一夜之间变成假银元的状况，前首描状真

银元，后首描状假银元，银色、丝文、斤两等各方面句句紧扣，处处照应，小山面对真银元的乐极美极，

与之后面对假银元疑惑幻灭的心理状态亦显现无遗。

除了描写之外，“说话人诗文”还经常被用于阐发议论，“正是”、“古语云”之类引头引出的诗词

韵语即多为此而设。如《歧路灯》第三十三回“谭绍闻滥交匪类，张绳祖计诱赌场”说宦门子弟谭绍闻

失于学养、交友不淑，以致愈加堕落，意欲脱身而不得，陷入受奸小要挟的窘境，作者用“正是”引出四

句诗来评议这种情形：“自来良贱隔云泥，何事鹤雏入鸭栖？只为陷身坑坎里，秽污谁许判高低。”又

如《红楼梦》第二十六回“蜂腰桥设言传蜜意，潇湘馆春困发幽情”，写黛玉夜访宝玉，不料却吃了闭门

羹，心中甚是悲戚，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呜咽不已，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不忍闻此悲声，俱

飞起远避。此处曹雪芹用了一句：“真是：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这句虽也是小说作者

对于某段故事情节抒发的议论，然而这样的议论与小说情境颇为融合，非但不会使读者“脱出情境”，

倒是愈加点染了小说的情境与氛围，令人唏嘘不已。这种阅读感受，和“三言”中常见的动辄“真是：

牛羊入屠户之家，一脚脚踏上死路”或“正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之类，一雅一俗，趣

味迥异。

文人小说中“说话人诗文”之所以与小说整体显得较为和谐，还有一点尤为重要，“话本”或“世

代累积型”作品中的“说话人诗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说话人”对于故事、人物所作的描写和议论，

而在很多文人小说作品中，这些诗文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视角的“内化”，即不以外在的“说话人”的角

度进行描状、议论，而转化为某故事人物之所见、所感，从而与故事更加融为一体。如上引【西江月】

词所描摹的赵旭郎的丑貌，是从主审县官眼中见出；那真假银元的形状，也是假王小山之眼所见。另

如《儒林外史》中历来颇为人所称道的“马二先生游西湖”一段，无论描人、状物、写景、议论，都已完全

内化为马二先生的视角，堪称浑成。可见，文人对于作为形式惯例沿承下来“说话人诗文”是有所反

思、有所取舍、有所改造的，这种巧妙利用使得“说话人诗文”与小说叙事联系更加紧密甚或成为其有

机组成部分。

２． 人物诗文。除了上述“说话人诗文”，小说正文还有一类“人物诗文”，即以小说故事人物之口

写作的诗、词、曲、赋之类文字。对“话本”或“世代累积型”作品而言，此类诗文大多直接摘抄自史传、

类书、笔记和各类诗词文集或诗文选集，而文人小说中的“人物诗文”多为作者独创。与上文所述文

人对待“说话人诗文”的谨慎规避态度不同，文人小说无论是短篇拟话本还是长篇章回，都显示出文

人对各类“人物诗文”的浓厚兴趣和用心经营。

文人小说中的“人物诗文”，是中国传统社会知识阶层生活的重要表现。在中国传统社会，吟诗

作赋、题咏赠答是知识阶层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赋诗言志、登高为赋，是士大夫阶层才学修

养的身份标志。除写诗作赋以显才情之外，熟练掌握当日社会实际应用的各类文体（如奏表、柬札、

颂铭等）也是必不可少的。文人小说的题材如果涉及这一阶层的日常生活，那么，小说家以小说故事

人物的口吻写作各类诗文，原属“写实”，是极其自然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中国文人小说中运用了

大量的“人物诗文”。最为典型的如《红楼梦》，所用诗文种类很多、数量很大，“文学”类如诗、词、歌、

赋、对联、灯谜、酒令、戏文、琴曲，实用文如铭诔、笺札、单帖、簿册、卜辞、呈底批文等②。又如《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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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李笠翁小说十五种》，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１４３、１４５ 页。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前八十回极见文学才能的诗赋、对联类文字较多，而后四十回实用文相对较多，前类文字较少。

这可能是因为《红楼梦》的续写者文学才能不及曹雪芹，故乃以相对容易写作的实用性文字藏拙。



灯》，诗赞词赋酒令之类也有，但各种实用文体极多，堪称全备，如信函、书札、柬帖、捷报、告示、章疏

奏折、御批、箴铭、吊簿、封条、约单、关文、县票、禀词等，格式规范、严整。即便是极少插用诗文的《儒

林外史》，铭旌、关文、牌票、文书、邸、禀帖之类实用文体也偶尔可见，而其末回几乎全由上谕、奏疏、

圣旨、榜文、祝文等连缀而成，正如“卧闲草堂”所评：“一上谕、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结全部大

书，缀以词句，如太史公自序。”

文人小说中的“人物诗文”，是小说表现人物的直接手段。人物诗文出自小说人物之口，是人物

情性、学养、才情最直接的外化，故小说家常常借助这些人物诗文直接表现人物，而且以诗文表现人

物常常比仅描写外在言行更为深入、微妙。在“人物诗文”运用方面堪称典范的是曹雪芹的《红楼

梦》，而大观园内宝玉及众女子的吟诗作对、题咏赠答乃至灯谜酒令，“就是各人的小照”①。黛玉之

自恋自伤、宝钗之平和雍容、湘云之娇憨豪放、妙玉之孤高自傲，等等，都与各人的诗文相表里。前人

论述已备，不复赘述。

“人物诗文”既是人物性情最直接的外化，故高明的小说家每每使用“人物诗文”来暗示人物命

运，从而使“人物诗文”成为小说情节设置、整体布局的一种独特机关。仍以《红楼梦》为例。大观园

中宝玉及众女子的口吟手书，无一不是暗寓玄机的谶语，它们都暗含着各人既定的命运。这些人物

诗文与僧道口中的诗词、太虚幻境中《红楼梦》十二曲及众女子的判词遥遥呼应。它们如“草蛇灰线，

伏脉千里”，使得整个小说容量极大而又浑然一体。

综上所述，诗、词、歌、赋之类的文字在中国文人小说的题目、首尾及正文中各有其用，它们是文

人小说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标志结构、表现人物、推进情节、渲染意境等多方面多发挥了独特的

作用。然而，纵观中国文人小说史上的无数作品，我们很容易发现，差异是广泛存在的。同是著名拟

话本，李渔的作品相比于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各类诗文用的就多些，而后者很少；同是著名章回，

《红楼梦》中诗文极多，而《儒林外史》则通篇流利的散体白话，几乎没有任何诗文。同是多用诗文，李

渔话本和《红楼梦》中的诗文与小说情节、情境相融相生，而大量二三流的作品未必达到这样的效果。

可见，当文人小说已经成为文人熟练掌握以叙述故事、表情达意的书面文体之后，各类诗文的插用实

质是作为一种形式惯例而存在，至于实际写作时用与不用、如何使用，往往出于观念的差异或能力高

下之别，因而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效果的差异性。如曹雪芹虽然曾借贾母之口对才子佳人小说中的

诗、词、文、赋颇有批评，谓之“情诗艳赋”②。但那主要是因为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诗、赋等文字多水平

不高，格调较低。如果其中的诗、词、文、赋确实写得得体，有品味，也很容易赢得时人的称赞。清代

著名学者何焯曾云：“仆诗何足道！《梅花》诸咏，《平山冷雁》之体，乃蒙称说，惶愧！”③虽是自谦，不

乏对此类小说的赞许。小说家们之所以特别看重诗、词、曲、赋之类文字的写作，主要是因为此类文

字最能表现其作为文人的“文学”才能，而“文学”才能恰是当时人衡量其作品最为重要的标准。虚构

人物、布置情节等固然易取悦受者，但诗、词、曲、赋类文字可更直接表现其文才，获得文人的首肯。

故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白话小说中的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皆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不宜单从小

说“叙事功能”的角度加以体认。而且，如果小说的接受者缺少诗、词、曲、赋方面修养，不能欣赏作者

的锦心妙笔，那么小说中插用的这些文字就很容易被视为累赘之物。这也就是说，中国白话小说中

诗、词、歌、赋类文字的价值或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文学”修养或“小说”观念。对现代

或西方的读者而言，这些诗、词、歌、赋类文字的价值也最易被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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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红楼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６ ７ 页。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七《与某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３１ 页。



从真正意义的中国小说———“明清文人小说”的演进历史来看，自明中叶《金瓶梅》的问世至清

中叶《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名著的产生，在二百余年的历史推移中，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与小

说叙事的和谐程度乃至小说文本整体的“整一性”，就总体而言，显然是渐次提高的。其间虽有高明

与平庸之别，精益求精与率尔操觚之异，但从总体来看，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大多已成为文人小

说的有机组成部分，除此以外，诗书画一体还融入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叙事模式之中①，“文备众体”

也成为这些文人小说的最主要的文体特征。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仅仅从西方或现代叙事学的标准，

仅仅其艺术水准亦因此有高下之别，许多“文人小说”文本的驳杂不一也是勿庸讳言的。但这恰恰提

醒我们应努力去理解历史的复杂性，而不是笼统地加之以“非整一性”的定评。

（责任编辑：陆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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